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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
的多维透视

任成金

摘要：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绩效水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仍面临

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和挑战，如部分农村基层文化工作流于形式；存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群众需求不相匹

配的现象；农村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乡土文化面临消逝危险等。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从组织、

主体、机制及价值四个维度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从而把乡村打造成不同于城市但是与城市高度互补的差异

性空间，在更高水平上满足广大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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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变化，乡村文化发展“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①。如何在更高水平

上满足广大农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进一步提升乡

村文化在治理现代化中的贡献度，这是当前实现乡

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认真思考和着力解

决的问题。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理

论阐释

在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词大约出现

于 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指管理、控制或统治的权

力行为、方式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治理被用于

公司管理领域，公司治理成为公司管理的代名词。

1995 年，这个词被首次引入中国，被翻译为治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该词开始被大规模使用，

意指治理能力、行为或者治理方式。英国学者格里·斯

托克认为，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

政府的权力，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

网络。王绍光强调，治理不是特指某种治国理政的

方式方法，不是指“无需政府的治理”，更不是指

市场化、私有化。本文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国家

本位主义下的社会共治，是一主多元的治理，包括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

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

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套紧密相连、

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

制度管理社会各个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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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

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

③  数据来源：L 市 SH 镇相关工作人员。

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①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

也需要内生力量的牵引。文化不仅是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推动治理现代化的源动

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各个方面，其中文化因素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

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以本民族和国家的民族

精神、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价值引导，以文化的

传承发展为条件，以文化的繁荣兴盛为支撑。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②乡村文化建设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

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绩效水平，是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支撑。在前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保持着

与城市文化的良好平衡，二者形成一种封闭差异性

文化。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

乡村文化面临着现代城市文化的持续冲击，出现了

被同化和边缘化的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要在更高水平上满足广大人民美好精神生活

需要，就要在城乡高度融合和交流基础上挖掘乡村

文化的功能，把乡村打造成不同于城市但是与城市

高度互补的差异性空间，使之成为新型文明的重要

载体。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和推进乡村

文化建设，既要充分认识乡村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

化中的价值引导作用，又要有意识地把传统乡村文

化中的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等优秀因素与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对接起来，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面临

的问题及挑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乡村文化

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面临

着诸多挑战，其中部分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

不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农民文化

建设的主体意识不强以及特色乡土文化边缘化等方

面都成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亟须关注的领域。

（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农村基层文

化工作流于形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面临

着诸多挑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执政党自身（治

理主体）的执政能力的挑战。乡村文化工作与经济

社会工作一样，都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具体推

动和执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是确保党的文化方针政

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的领导核心。进入 21 世纪，

由于部分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问题未能得到及

时有效地纠正和改进，以致于在落实农村各项工作

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在文化建设

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中，

农村基层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经济轻文化、重眼

前轻长远的现象，对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缺乏自觉意

识，文化建设理念不能有效转化为政策、行为。在

乡村文化公共设施投资上，总量少、比重低；在人

才队伍建设上，业务素质偏低，绝对数量不足；在

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上，多头管理、条块分割，难以

发挥整体效益；在对乡村文化地位认识上，将文化

建设置于农村各项工作的末梢，认为是可有可无的

面子工程。以 L 市 SH 镇为例，全镇共有 116 个行

政村庄，20 个村有健身广场，95% 的村有农家书屋。

虽然该镇经济发达，但是文化站基本没有经费，乡

镇编制有限，文化站工作人员只有 1 人，是镇宣传

办宣传干事兼职。乡镇文化站建设方面都是应付检

查，只挂牌子，实质性的东西几乎没有，文化活动

场所也是和文化宫学习班合并在一起。③由于农村

基层文化工作流于形式导致党的文化工作功能的萎

缩，农民群众的自主精神和自办文化的发展模式并

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过度依赖于外部输血，缺乏

相应的自主造血能力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将导致

乡村文化工作流于形式，抓而不实，质量不高，效

果不佳。

（二）存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群众需求不相

匹配的现象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乡村文化建设的

基石，乡村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充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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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列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体制框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66 页。

②  贺雪峰：《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67 页。

③  徐金鹏、娄辰：《山东近九万个自然村三成“空心化”》，《经济参考报》2015 年 5 月 5 日。

机和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供需基本匹配，

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虽然政府在推动乡村文

化发展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行动自觉，然而农村

基层政权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在制度化、功能化方面

存在不足，公共服务意识淡薄，对农民的主体地位

重视不够，对农村社会环境和群众需求研究不够，

造成了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侧和享受公

共文化服务的农民的需求端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公共文化服

务的服务对象、服务资源、服务方式、服务需求已

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多数乡镇文化站对乡村

文化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以及不同阶层、

不同区域的文化生态与文化诉求的复杂性估计不

足，服务方式和服务意识依然滞留于计划经济时代，

这也就导致文化站的功能弱化和文化服务水平的巨

大落差。“农村乡镇文化站从业人员业务素质普遍

偏低，尤其是缺乏定期定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培

训，这在信息时代、视觉文化普及时代的历史背景

下，甚至在面对大量新农民人群成为文化服务对象

的条件下，显然就会出现极大地不适应以及能力与

岗位职责的难以匹配。”①根据对 D 市 XJ 县、Y 市

HY\QX 市、H 市 MD 区、T 市 DY 区、Q 市 HD 区

等相关乡镇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乡镇文化站工作

人员都是由相关人员兼任，文化程度不高。村文化

大院文化专员由村委兼任，对文化工作的认识依然

停留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决定论”根深蒂固，

文化工作从属于经济工作。

（三）部分地方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不

高，主体意识不强

乡村文化不仅需要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更需要

增强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改革开放激活了

农民群众的自觉创造精神，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农

民自觉性和参与度很高。但是在文化建设中，农民

群众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疏离感，认同度较低，自

觉意识和参与意识不高，乡镇文化站和文化中心未

能成为凝聚农民群众的有效文化平台。

一方面，文化建设中的客体化和物质化倾向削

弱了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市场经济教会

了农民“生财之道”，但却忽视了农民文化涵养的

提升。农民对物质条件的追求胜过对精神文化的需

求，道德建设、价值引领、精神引导等高品位的文

化消费让位于对低俗文化的需求，“在城市消费主

义文化的‘殖民’下，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但

他们的主体性在逐渐消失，生活中原有的意义也在

丧失，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该如何看

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②另一方面，农民整体性

文化素质偏低，对文化生活参与、文化成果占有、

文化方式选择和文化利益分配方面的了解存在盲

区，制约了农民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众所周知，

文化消费能力与文化素质呈正相关，文化素质越高

文化消费能力就越旺盛。当前农村居民的整体文化

状况，未能激活农民主体的活力，成为制约乡村文

化消费结构升级和文化市场扩大的桎梏。据统计，

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不到

1/5，影响了文化参与和文化消费多样化的发展，这

也就成为制约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巨大障碍。乡村

文化建设，既需要农村公共文化部门的服务重心下

移，也需要农民文化建设主体意识的觉醒。只有有

效的激活农民主体的内在潜力，推动农民树立现代

意识和文明理念，使农民意识到文化参与的重要性，

才能造就乡村文化建设生动活泼的局面。

（四）农村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乡土文化面临

消逝危险

乡村文化建设是政府外部文化供给与村庄内部

承接相互作用的过程，由于大量农村青年农民进入

城市和文化人才流失，造成乡村内部文化建设主体

力量缺乏，文化内生动力遭到破坏，大大增加了乡

村文化建设的难度和成本。据统计，2018 年全国

有农民工 28836 万人，60% 在乡外就业，其中 26%

在省外就业，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被吸附到城市，

留在农村的多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

老人。与此相对应，则是村庄的大量减少，在第三

次农业普查中，全国共有 596450 个村，比 2009 年

减少了 4 万个。其中山东全省 8.6 万个自然村中，

呈现“空心化”的占 20% 至 30%。③农村空心化不

仅是人口的空心化，而且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凋敝和

乡村文化的衰败。乡村文化在其物质层面、制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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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精神层面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庙宇祠堂等

传统物质载体被现代建筑取代，乡风习俗遭到西方

节日冲击，传统信仰让位于外来宗教，乡村道德伦

理被消费主义解构。

毋庸置疑，乡村文化有其弱点和消极面，但

是现代城市文明泥沙俱下，破坏了原有的乡村文

化秩序和文化结构，新农村文化建设并未对农村

文化传统中蕴涵的积极、进步、合理成分进行新

的转化。这就导致农民一方面脱离了原有的传统

道德的规制，新的道德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另

一方面又进入了低俗、庸俗的消费主义文化陷阱。

原有的特色乡村文化遭到遗弃，村风村俗没落，

乡村文化中原有的宝贵精神元素和传统价值遭到

蚕食，传统农村文化中的家庭意识和乡土情节的

优秀品质逐渐淡化。一方面，乡村文化精英不断

流失，古老的乡村文化传统已经丧失农村社会调

节的功能，乡土文化被人们置于“先进文化”的

对立面；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进程的裹挟和冲刷下，

公共文化衰微，私性文化①彰显。“各人自扫门前

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与其说是反映了个人权利

意识的萌生，倒不如说这是农村公共精神的消退。

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

地位和社会意义的主要准则，物欲化、工具化的

评判作为人情往来的既定规则，农村传统文化中

朴素的优秀品质，诸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等因素流失，乡村不仅呈现出人口

的“空心化”，也出现了道德的“空心化”，作

为乡土中国的价值核心——乡村道德在城镇化的

冲击下徘徊歧路。

三、以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多维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居于中心地

位，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

证。习近平指出：“基层党组织要引领基层各类组

织自觉贯彻党的主张，确保基层治理正确方向”，

这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建设中

的引领作用，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正是要通过加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从组织、主体、机制及价值四

个维度引领乡村文化发展方向，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从而把乡村打造成不同于城市但是与城市高度互补

的差异性空间，在更高水平上满足广大人民美好精

神生活需要。

（一）加强和改善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领导职能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

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

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

求。”②乡村文化建设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对文化的领导不是包办，而是政治、思想和组织

上的领导。落实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领导，需从以

下几个方面努力：

1. 遵循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

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不同，乡村文化与城市文

化迥然不同，每个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与其他地区

的乡村文化建设也必然是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独特省情决定

了不同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必然有自己的独特规律，

其中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乡村文化发展的影响的

尤为明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

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

和人们对文化需求层次的提高。因此，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农村社会的巨大跃迁和农民个体意识的

觉醒以及文化需求的大量释放都要求乡村文化建设

要正确认识和遵循乡村文化发展规律，要以农村的

具体省情为出发点，结合农民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

整党在农村的文化政策，以不断满足农民对先进文

化的需求为落脚点，做到既不能急于求成、揠苗助

长，也不能因循守旧、停滞不前。

2. 弘扬主旋律，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战

略意义，乡村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不仅满足农民求

知、求乐、求富、求美的需求，还将国家意志和政

治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农民，以巩固和扩大农村的思

想文化阵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

信仰体系在农村发挥作用的机制遭到破坏，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并未被广大农民普遍认同，这样就造成

了农民伦理道德滑坡和精神文化信仰的真空。在这

种情况下，西方社会思潮不断蔓延和渗透，构成了

对党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严峻挑战。以基督教

①  所谓私性文化是相对于公共文化而言，不具有公共理想和公共精神。

②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5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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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9 日。

为例，据统计基督教在农村地区形成了迅速扩散的

局势，挤占了广大农村的信仰空间。在乡村文化发

展过程中，要弘扬主旋律，提高精神文化产品的供

给质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文化活动

之中，创造出符合农民需求具有乡土气息和乡村特

色的优秀文化作品。

3.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组织力、凝聚力

和战斗力

乡 村 文 化 建 设 工 作 与 经 济 社 会 工 作 一 样，

都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具体推动和执行，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

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

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①农村基层党组

织是确保党的文化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

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干部应充分认识到乡村文

化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树立农村发展必须坚持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理念；

加强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提高“两委”班子的领

导力，拓宽选人渠道，优化党组织班子结构；加强

农村组织形态的创新，健全乡村文化发展的社会组

织基础和实践基础。乡镇、村两级要健全文化组织

机构，配齐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活动室的文化管理

员，并加强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形成乡村文化有专

人管、专人抓的工作格局。同时要坚持党管人才的

原则，培育农村特色文化人才。乡村文化的发展关

键在于人才，党应该加强规划引导，做好乡村文

化的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突出培养文化创意人才、

文化技能人才和文化管理人才等，为社会主义文化

大繁荣大发展服务。

（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激活乡村文化发展

的内生动力

乡村文化建设不仅仅是简单的政府外部文化供

给问题，而且涉及到了村庄内部的“自给”问题，

只有政府外部输血和村庄内部造血衔接起来，乡村

文化建设才能出现实质性改观。新时期乡村文化建

设要激活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做工作：

1. 培育农民主体意识，提高农民文化参与的积

极性

乡村文化的发展最终落脚点要激活乡村文化发

展的内生动力，培育农民主体意识，使农民不仅成

为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而且要成为文化建设的主

体力量。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在于农民整体素质

的提高。没有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自主发展能力

的增加，农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意识就不可能增强。

在农民文化程度方面，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含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不足 20%，其中大专程

度的不足 3%，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也就制约和影响

了农民的文化鉴赏能力和文化参与的热情。因此，

要通过乡村文化教育来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

农民教育文化程度，培养农民的独立意识、民主意

识和权利意识，消解小农思想、等级观念和旧风陋

习对农民的束缚，以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

能力；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还要培育农民的公共

精神，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受市场化进程的

裹挟和冲刷，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传统组织和

权威弱化，私性文化张扬，公共精神式微，农民大

都将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家庭小圈子内。一旦当农民

将日常的文化生活场景定位于私域，农村公共场所

必然衰落和萧条，农民对村庄认同必将弱化。因此，

培育农民公共精神就要引导农民走出自己的私人领

域，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意识

到自我角色的存在、自我权利的赋予，把农村社区

建设成社会生活共同体。

2. 培养乡土文化精英，增强“造血”能力

农村的萎缩，乡村精英的流失，这是乡村文化

建设瓶颈。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是

乡村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精英的缺位也就构成了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不足的关键性因素。新

时期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农村激发潜在活力，培养了

解农村、愿意为乡村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乡土文化

精英，实现农村文建设的自力更生。为了发挥好文

化精英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实施“人

才兴文”的战略，农村基层组织要建立完善相关政

策条例，其一，完善政策，要对农村文化精英加强

管理，做好登记、考核和资格认证，不断加强文化

精英的后续培养，输送符合条件的文化人才到相关

艺术学院培训以提高业务素质和文艺技能；其二，

加大投入，通过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精英进行适当

的财政补贴，鼓励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村文化精英参

与文化站、文化大院的建设和农村文化政策的制定，

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其三，要建立一套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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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后备人才选拔、在岗人员培养和传统技艺传承的

梯队建设制度，通过优化人才管理制度和收入分配

制度来实现文化人才的聚集和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3. 壮大民间文化团体，丰富乡村文化形式

乡村文化力量的弱小与民间文化团体的零散不

无关联。虽然当前乡村文化团体在活跃乡村文化阵

地、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和文化生活单

调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乡村文化建

设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乡村文化精英人才的流失，

二是乡村文化团体生存困难。这些都使得乡村文化

的传承、发展面临着极大挑战，导致农村自办文化

“造血”能力不足。农村基层地方政权要加强对民

间文化团体的规划引导，巩固乡村文化发展的“组

织”基础，要积极引导鼓励民间文化社团更好地拓

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来源，加快市场开拓，提高农

村基层文化服务效能，力争实现每个行政村都有一

个相对稳定的民间文化社团，以便能够实现乡村文

化的自我发展、自我服务，从而搭建群众自娱自乐

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在乡村文化社团管理上，

把社团的形式引入乡村文化建设中，与农村文化大

院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策制定上，要坚持社

会效益优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在内容规范上，要引导广大农村文化能人坚持社会

主义文化前进方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突出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乡土故事，实现文化服务的

先进性与通俗性的统一；在评价标准上，农村文化

团体的政策制定不能仅仅考虑单纯的市场需求和受

众接受程度，必须考虑价值取向、专业水准和审美

情趣，注意产品内容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

义道德标准。

（三）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乡村

文化服务重心下移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实现农村文化服务重

心下移，逐步形成农村文化管理以县为主，协调服

务以乡为主，建设以村为主的新格局。

1. 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农村基层

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对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巨大，仅农家书屋就

超过 200 亿元，乡镇文化站补贴每站 5 万元，但是

巨额投入的背后，农民对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

并不高，乡村文化社会参与度不高，农村基层公共

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生产

和需求呈现出结构性矛盾，既有的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

求。从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来看，一些地方的

乡村文化内容陈旧，对农民缺乏吸引力，而以农业、

农村和农民为题材的乡土文化少之又少，文化事业

的运行机制缺乏活力和动力，这也就造成了公共文

化产品及其服务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民多样化、多层

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乡村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要贴

近实际、贴近农民、贴近生活，以乡镇为依托，以

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农民精神文化诉求的表达机制

基础之上，培养乡土文艺骨干，唯有这样农民的诉

求才能充分吸纳到政府决策中来，文化供给才能同

文化诉求相匹配，才能不断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有

效供给能力。

2. 探索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标准，增强基层

地方政府的驱动力

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虽然已经纳入了当地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但是在实施效果

上大打折扣，农村基层地方政府总是呈现出很强的

“选择性治理”。虽然全国农村地区基本实现了“乡

乡有综合文化站”、村村有文化活动室的建设目标，

但是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完善并不必然带来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的提高。由于对公共文化服务缺少一个

系统的科学评估标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

呈现出较强的“经济决定论”。在经济指标的压力

下和政绩、升迁因素的驱动下，文化建设的资金和

资源不时被挪用、挤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建设在不少地方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为此，

需要进一步完善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标准，将文化

工作纳入党政的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综合目标考核

内容，并将之与农村基层相关负责人的政绩、前途

相挂钩，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落到实处。

3. 建立农民文化诉求表达机制，构建以农民需

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农民结构呈现多层次化，文化诉求必然多种多

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以农村为中心，“接

地气、察民情”，尊重农民的文化诉求。在充分调

研农民的文化意愿基础上，建立科学有效的文化诉

求反馈机制，为不同层次的农民提供表达其诉求的

平台。农民文化诉求表达机制的建立通常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农民和农村的特点，考虑农

民的实际需要，分析农民的接受程度，提高农村公

共文化产品供给的层次性和针对性。农村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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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对广大农民来讲具有浓厚的亲近感，要激

活农村的“乡土文化”，充分挖掘当地乡镇特色人

文资源，借鉴广大农村文化消费主体的意见，用优

秀的文化传统影响和感化农民；二是基层农村政府

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活动要为广大农民群众所了解和

熟知，形成选择需求表达的有效性基础；三是建立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反馈、纠正和更新机制，

使得农民的文化诉求反馈成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

的重要一环。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

供给需要有制度化的保证，尊重农民文化诉求的表

达权和参与权，并使之成为反馈机制的关键和灵魂。

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鼓励和调动农民在保障基本

文化权益中的主体意识，激发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

性；四是要将农民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的尺度，并将反映文化消费主体“满意度”的

指标进一步细化，形成文化活动和服务效果评估的

系统数据库。

（四）重构乡村文化叙事，实现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农村文化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

征外，又兼具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传统文化历史悠

久，作为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在民族心

理和文化传承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如何在新时期挖

掘历史文化资源，重塑历史记忆，发挥乡村文化的

引导和规制作用，就成为摆在眼前的一项刻不容缓

的任务。

广大农村地区保存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珍藏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地方政府部门要将农村历

史文化遗产纳入城市发展整体规划，认真做好“挖

掘、保护和利用”工作，在发掘和保护中实现地方

历史记忆的再现和文化的传承。21 世纪以来，国

家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如全面推进镇、村两级历史文化展示和

乡村记忆工程等。通过挖掘历史记忆传承地方特色

文化，进行历史展示和乡村记忆工程这是必不可少

的环节，除此之外，还应将历史传承与现实利用相

结合，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使历史文化遗产融入现

代生活，发挥更大效用。在理论层面，要加强农村

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学术研究工作，批判继承、推

陈出新，对乡村文化进行新的理论诠释和建构，推

出一批具有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理论成果，不断

丰富村地区的历史文化宝库；在实践层面，对乡村

文化中的蕴含的道德实践方式和礼俗资源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成

为推动农村道德生态重构的巨大力量。传统农耕社

会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应

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统的那种“父母在不远

游”“晨昏定省”“早晚问安”的道德在现代社会

中已无可能，但是传统道德中的仁、义、礼、智、

信等道德资源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时代价值。通

过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有利

于将儒家道德理念变成农民的生活方式，实现优良

道德传统再度回归，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

态。同时，乡土文化不能止步于传统文化，还应包

含地域特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在重

温红色历史、再造红色经典中再现红色记忆；还要

梳理和凝练 1949 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体现

的地方精神，如忠诚守信、勤劳勇敢、务实苦干、

开放创新等，将这些能够提供正能量的时代精神纳

入历史展示和乡村记忆的范畴之中。只有这样，才

能扎牢乡村文化建设的根基。

乡村文化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由于当前乡村文化

建设的系统合力还不强，工作有时显得碎片化，社

会自治力量不成熟，需要深刻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从党的领导、主体建

设、体制机制和价值重构等方面努力，才能繁荣兴

盛乡村文化，从而增强乡村振兴的底色。

[ 责任编辑：谢雨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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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Main Papers

Marx’s Answer to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 MAO Le-tang&YANG Yuan （11）

Modernity i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modern era and the center of the so-called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leads to the inconsistent narrative of modernity, such as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sociolog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onsciously bas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Marx gave the essential stipulation and a core name of capital to modernity. 

Meanwhile, he revealed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the extension force of modernity, the paradox of modernity and the way 

to the end of modernity from essen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capital and modernity. Marx’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has 

paved a way to criticize modernity and terminated “the end of history”. It has provided us with a dialectical vision 

of examining modernity and guided the creat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thus constituted an indispensable 

ideological coordinate and value scale of modernity in reviewing modernity.

 

On Marx’s Concept of “Time”and Its Anthropological Significance���������� YAN Hui （19）

Marx discussed the issue of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ontology. When compa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use value and value, Marx defined value as general human labor condensed in commodities, and labor is expressed 

as a certain labor process, namely labor time. The division of necessary labor time and surplus labor time has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way how workers are capable of controlling their own time freely. So how to shorten 

necessary labor time and extend free tim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and manifesta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Marx’s concept of time inherently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natural time, social time 

and meaningful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elimination of bourgeois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return of labor products to 

workers, the emancipation of mankind is also expressed at two aspects: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time and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of meaningful time. How the concept of time enters the vision of Marx’s philosophy research 

and how the concept of time enters the community of species based 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beyond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have beco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arx’s time theory. “Time”is not only 

of statistical importance, but also of social and anthropologic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the core to understand Marx’s 

concept of tim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Marx’s concept of time is undoubtedly a theoretical heritage that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when we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ime possesses ont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ignificance.

Cultural Construction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f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from the View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REN Cheng-jin（49）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ts construction 

level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till vario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example, some rural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scattered, some 

rural cultural work at the primary level just focuses on the forms, and the supply of some public cultural products does 

not match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some local farmers are not aware of the need to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i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s not strong; the hollow phenomenon in rural areas i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local 

culture faces the danger of extinction.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e 

must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 subject, mechanism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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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reate a rural space different from the city but highly complementary to the city, and thus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spiritual life.

An Analysis of the“Geo-gravity Structure”of Southeast Asia under China-US Strategic Game: Path and 
Method����������������������������������  ZHOU Fang-ye（63）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developed steadil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has made all-rou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US geo-strategy. Based o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economic trade cooperation, military security, the political trust, and social culture, the paper assesses 

the“geo-gravity structure”of Southeast Asia, and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China and the US have 

obvious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the “geo-gravity”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choose the fulcrum of the geopolitical game;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s facing constraints from the“flank”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India,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to promote sub-regional integration; third, there are“shortcomings”n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s 

with localized characteristics.

Politics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Horizontal Competition: The Dual Logic of Local Responsive Innovation
�������������������������������������� WANG Meng（72）

Based on the three mechanisms of control, embedding, and regulation,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the superior-led, the local responsive and the local self-initiated. Local responsive innovation 

is an adaptive choice to adapt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dual effects of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horizontal competition. Local governments increasingly 

serv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eet social needs by administrative reforms,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present “competition for innovation” pattern. Local responsive innovation has promoted 

local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but it also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novation alienation and involu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improve its sustain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the Immunity of Judges under the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MA Jun（96）

The immunity of judg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a key problem that must be 

solved in the reform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ruled by law, the immunity of judges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constitution, the basic law, or the preced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most countries, 

judges are granted the complete immunity of losses caused by their performance of duties, do not have the immunity of 

crimes committed by themselves, and have the immunity of judgments mad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good behaviors. 

At present, the immunity of judges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confirmed by law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cope of 

immunity and the standard of judgment is necessary to be solved and set. Therefore, the immunity of judges should be 

clearly stipulated in Judge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imple punishment mechanism for illegal trial 

act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excluding the judgment results as the punishment standard for judges. The judgment of 

intent or gross negligence should be objectified by the obligation of attention whose scope is reasonably limited.

“Frontier”in Perspectives of Anthropology and Man-Land Relationship�������� FAN Ke（111）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frontier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frontier lies in its 

diversity of understandings. Frontier in the sense of academia or of sovereignty is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understanding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frontier” from its different dimensions, 


